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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同伴捐赠决策信息对青少年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张玮玮  陈逸群  朱莉琪 
(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  要  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容易受到同伴影响, 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其消极影响, 较少考察同伴对青少年

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招募了 77 名 12~15 岁青少年(Mage = 14.06 ± 0.74 岁, 32 名女生)被试, 结合自适应行为

实验范式和冲突信息源范式, 考察了信息提供者(同伴 vs.成人)和社会信息的性质(均利他、均利己、冲突)对青少年

(付出实际代价的)捐赠行为的影响, 以及公正世界信念特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 青

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 从而提高捐赠数额。特别是, 当同时观察到冲突信息时, 青少年仍然受到利他影

响。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榜样而非成人榜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青少年的亲社会影响。研究结果验证

了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积极的同伴影响, 同伴道德榜样对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有助益。 

关键词  青少年, 亲社会行为, 社会信息, 冲突信息源, 同伴影响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青春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

时 期 , 同 伴 往 往 对 青 少 年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Blakemore & Mills, 2014)。然而, 以往有关同伴影

响青少年发展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冒险和不当行

为 , 同 伴 影 响 的 积 极 方 面 没 有 得 到 足 够 重 视

(Laursen & Veenstra, 2023)。例如, 大量研究探讨了

同伴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如 Jung et al., 

2019)、物质滥用、吸烟和酗酒行为(如 Ragan, 2020)

以及消极冒险(Knoll et al., 2015; Reiter et al., 2019)

等行为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是有益于他人的行为, 

包括帮助、捐赠、分享和安慰等(Carlo et al., 2007; 

Eisenberg et al., 2015)。亲社会行为是一种社会适应

行为, 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方面, 对青少年的健康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Eisenberg et al., 2016; 

Telzer et al., 2018)。近年来, 研究开始探讨同伴的

积极影响, 但关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

利他还是利己影响并未得到一致的发现。 

此外, 已有研究发现, 个体对世界所发生的是

否是公正持有的观念即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会在社会认知与亲社会行为之间

起到调节作用(L. Li et al., 2022), 因此, 公正世界

信念也可能会在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中起到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对此没有予以探讨。本

研究将探讨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

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1.1  同伴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世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 个体只有有限的资源

(时间和认知)来探索世界,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仅基

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够的, 此时可以利用

他人的知识。社会学习理论假设个体通过观察和模

仿 他 人 来 学 习 行 为 、 态 度 和 社 会 规 范 (Bandura, 

1965), 这种能力在婴儿期出现(Wood et al., 2013)。

社会学习可以增强人们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

做出决策的信心(FeldmanHall & Shenhav, 2019)。 

同伴往往被视为在社交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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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在当下是具有相似的行为复杂性的个体

(Lewis & Rosenblum, 1975)。同伴是重要的社会学

习的对象即榜样, 对青春期个体发展的影响尤其重

要(Knoll et al., 2015)。以往大量研究发现了同伴对

青少年消极行为的影响(如 Jung et al., 2019; Ragan, 

2020), 但直到近期 , 研究才开始探索同伴对青少

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van Hoorn, van Dijk, Güroğlu

和 Crone (2016)发现 12~16 岁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随

着同伴的出现而增加, 特别是当被试收到同伴的评

价反馈时, 这种影响更为明显。随后, 研究者(van 

Hoorn, van Dijk, Meuwese, et al., 2016)进一步操纵

了同伴评价反馈的条件, 结果发现, 当同伴给予亲

社会的反馈后,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增加; 而当同

伴 给 予 反 社 会 的 反 馈 后 , 其 亲 社 会 行 为 减 少 。

Foulkes 等人(2018)首先让 755 名 8~59 岁的被试对

自己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 , 之后 , 

被试被告知其他人(同伴和成人)对同一问题的平均

评分, 然后要求他们对参与同一行为的可能性进行

再次评分。结果发现, 8~11 岁的儿童、12~18 岁的

青少年都显著改变了他们的评分, 特别是当被试的

初始评分与观察到的评分之间差异较大时, 他们更

容易改变评分。Foulkes 等人(2018)研究中给被试呈

现的他人信息实际上是一个随机产生的数字, 这个

数字可能比被试的初始评分更利他, 也可能更利己, 

但他们并未考察信息性质这一因素的影响。后续的

研究操纵了信息的社会属性, 通过呈现利他的或利

己的信息来考察青少年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如 , 

Ahmed 等人(2020)采用两阶段决策范式(第一阶段

给出初始决策, 第二阶段在观察他人的决策结果后

进行二次决策)发现, 当同伴的平均评分比被试自

己的初始评分更加亲社会(如：捐赠更多)、更少反

社会(如：不取笑同学)时, 早期青少年更可能受到社

会影响, 从而改变自己的初始决策, 说明 11~15 岁

左右的青少年更容易受到积极的影响。而 Chierchia

等人(2020)研究中的青少年并没有表现出选择性的

影响。该研究以慈善捐赠为任务, 采用类似的程序

测查了 3 组人群(11~14 岁早期青少年、15~18 岁中

期青少年、23~35 岁成人)的(需要付出实际代价的)

亲社会行为受社会影响的情况, 结果发现, 青少年

在利他影响条件下和利己影响条件下行为的转变

没有显著差异。 

以往研究关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

到利他还是利己影响的发现存在矛盾之处, 可能是

由于对他人信息性质(更利他 vs.更利己)的操纵不

一致导致的。如, 在 Foulkes 等人(2018)和 Ahmed

等人(2020)的研究中, 被试观察到的同伴决策结果

实际上是随机生成的数字。尽管 Ahmed 等人(2020)

尝试考察了信息性质的影响, 但他们也并未对其进

行严格操纵, 被试观察到的信息比其初始决策更利

他 还 是 更 利 己 是 不 确 定 的 。 因 此 , 本 研 究 借 鉴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研究, 采用自适应手段对信

息性质进行了严格操纵：设置在利他影响下条件, 

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总是比其初始决策更

利他, 同理, 在利己影响条件下, 他人的信息比其

初始决策更自私。即, 被试观察到的他人捐赠数额

的多少是由其初始捐赠数额决定的 , 因此为自适

应。这样的操控有助于更清晰地探讨观察到的不同

信息性质是否对被试的决策有不同影响。此外, 以

往考察同伴对青少年决策或行为影响的实验操控

一般围绕同伴是否在场 , 或给被试呈现一个群体

(在某问题上)的评价结果来进行。Toelch 和 Dolan 

(2015)指出, 这样的实验操作往往考察的是社会规

范的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s)。个体通过遵守既定

的群体规范或一般社会期望来表现出归属感并减少

社会紧张(Deutsch & Gerard, 1955)。然而, 在大多数

关于建议采纳或社会信息影响的研究中, 参与者一

般都是在私下做出他们最初和最终的决定, 此时他

们可能较少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 而更多地是基于

信息本身来做出最后的决定。社会信息指个体使用

社会线索来获取有关当前适应性行为的信息(Deutsch 

& Gerard, 1955), 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

较少被探讨(Reiter et al., 2021)。Ruggeri 等人(2018)

的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首先给被试呈现来自

一个同龄人或成人的建议, 之后要求被试做出分享

决策, 结果发现, 成人的建议对青少年的分享决策

没有显著影响; 而相比同伴更不公平的建议, 当同

伴的建议更公平时, 意大利和新加坡的 12 岁青少

年均更加慷慨, 表现出选择性的社会学习。 

以上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单一信息源研究范式

(如 Foulkes et al., 2018; Knoll et al., 2015)。在每个

实验试次中, 被试观察到的他人决策信息要么是利

他的, 要么是利己的。例如, Chierchia 等人(2020)

研究中的青少年在利他影响条件下和利己影响条

件下行为均发生转变, 且没有表现出信息性质的显

著差异, 此时无法确定青少年只是对社会信息表现

出无差别的顺从或从众还是真正受到了影响。事实

上, 儿童及青少年接触到的信息丰富多样, 而从不

同信息来源中有选择性地进行学习是个体有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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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关键(Hermansen et al., 2021)。考虑到现实世界

中信息的多元性, 在考察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所受到

的社会信息影响时 , 不应仅考虑单一的信息来源 , 

而应该进一步给青少年提供相互冲突的两种信息

来源, 以此考察他们的决策反应(Hermansen et al., 

2021), 最终揭示他们受到何种信息影响以及如何

受到影响。因此, 本研究借鉴了儿童选择性信任的

研究范式 , 即冲突信息源范式(conflicting sources 

paradigm; Koenig & Harris, 2005)。具体而言, 本研

究采用自适应行为实验方式来设置冲突的信息源

条件, 在每个试次中同时给被试呈现两个信息：一

个信息比被试的初始决策更利他, 另一个信息比被

试的初始决策更利己, 以此来探究青少年亲社会行

为所受到的社会影响。Ahmed 等人(2020)认为, 青

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 这可能是青少年

通常使用积极的印象管理来“适应”学校环境。结合

我国教育系统中高度强调的善待他人和关心他人

的亲社会行为以及遵循孔子传统的基本原则(Chen, 

2010), 本研究采用自适应的方式将信息性质的方

向操纵为冲突信息源条件, 以及均利他和均利己的

非冲突信息源条件, 提出假设 1：青少年更容易受

到利他信息影响。 

1.2  同伴影响的特殊性 

对于青少年来说, 与同伴的社交互动是其社会

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Lam et al., 2014), 研究

表明, 学龄前儿童更倾向于向权威(可靠、知识渊博

或地位高的成人)而非同伴学习(Mills et al., 2011), 

而 青 少 年 可 能 更 容 易 受 到 同 伴 的 影 响 而 非 成 人

(Ruggeri et al., 2018)。以往关于冒险行为的研究大

多发现了同伴对青少年影响的特异性(Knoll et al., 

2015), 即青少年更倾向于根据同伴的决策或建议

而非成人的建议做出相应改变。而在亲社会领域, 

Ruggeri 等人(2018)发现, 12 岁的孩子更容易受到

同伴而非成人的影响, 并且在考虑文化环境的影响

下, 新加坡青少年比意大利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

影响。青少年所受到的同伴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

差异, 在集体主义和保守主义高、自主性低的社会中, 

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从众水平(Bond & Smith, 1996)。 

研究者认为, 目前人们对同伴影响中的文化和

种族差异知之甚少(Chen et al., 2018; Laursen & 

Veenstra, 2023), 几乎所有关于同伴影响的研究都

来自北美或欧洲的样本, 迫切需要在非西方国家进

行研究(Laursen & Veenstra, 2023)。并非所有的文化

都在同样程度上强调同伴关系的重要性, 同伴影响

可能因文化而异。相比集体主义文化, 在个人主义

文化中 , 同伴对儿童的自我价值有更显著的影响

(Chen & French, 2008)。北美儿童和青少年维系友

谊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同伴的赞美让他们自我感觉

良好。而在以群体或集体为导向的社会中, 如中国

(Chen et al., 2004)和印度尼西亚(French et al., 2005)

等国家与地区 , 同伴提供的工具性帮助(如 , 社会

适应性行为、学业等方面)对儿童和青少年更重要。

因此, 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探讨同伴对其亲社会行

为的影响是否具有文化特异性或跨文化的一致性是

具有理论意义的。此外, 中国文化对儿童顺从的要

求较高, 在中国等东亚文化中, 孩子们通常在很小

的时候就学会如何遵守父母或权威的要求, 理解社

会对其行为的标准(Chen et al., 2018)。考虑到中国文

化下的儿童更服从权威(Chen et al., 2000), 我们提

出假设 2：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 

1.3  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伴影响中受益, 在同伴

影响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aursen & 

Veenstra, 2023)。社会生态学理论 (socioecological 

theory)认为, 个体的行为受到个人和环境因素的共

同影响(Bronfenbrenner, 1979)。Hackel 等人(2020)

也指出, 个体特质和社会情境共同塑造了人们的合

作或自私行为。差别易感性理论(Belsky & Pluess, 

2009)假设某些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更高的敏感性, 

这将导致他们在积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适应结果, 

在消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不适应结果。公正世界信

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被视为一种稳定的人

格特征, 其核心是个体相信人们得其所得, 所得即

应得, 即拥有公正世界信念(Lerner & Miller, 1978)。

作为一种内隐的正义动机, BJW 对个体身心发展具有

积极作用, 如维护个体心理健康(Nudelman, 2013), 

增加亲社会行为(姬旺华 等, 2014), 有助于个体适

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强烈的 BJW 会使个体坚信即

便当前的付出不会立即得到回报, 也会在未来得到

回报, 由此更有可能表现出帮助他人的亲社会行为, 

换句话说, 对公正世界持有强烈信念的人更有可能

做出亲社会行为(L. Li et al., 2022)。 

研究者发现, 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在社会认知与

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L. Li 等人(2022)发

现, 个体对公正世界的信念(BJW)调节了社会自我

效能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当个体拥有强

大的 BJW 时, 社会自我效能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

的正向联系更强。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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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积极的想法和态度解决问题, 其亲社会行为也

比其他人多(Kaliuzhna, 2020)。在同伴交往中, 同伴

关系会对青少年的公正世界信念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 健康的同伴关系会导致一系列的积极结果, 而

不健康的同伴关系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 BJW

与 青 少 年 时 期 的 同 伴 伤 害 ( 校 园 欺 凌 ) 呈 负 相 关

(Correia & Dalbert, 2008)。杨莎莎和陈思静(2022)

发现, 高 BJW 的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他人的

亲社会行为, 进而容易受到亲社会影响表现得更利

他。BJW 与仁慈的动机或价值观相关联, 渴望更多

地了解他人并让他人感觉更好 (Bartholomaeus & 

Strelan, 2019)。如果有人寻求帮助, 当持有高 BJW

的个体有信心和能力提供帮助时, 他们更愿意表现

出亲社会行为(Patrick et al., 2018)。他人慷慨捐赠

的行为与高 BJW 个体秉持的仁慈观念一致, 在观

察到他人慷慨捐赠时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做出

亲社会行为。因此, 本文假设 3：公正世界信念调

节个体所受社会影响的程度, 高 BJW 个体在观察

到他人慷慨捐赠时更容易受到影响而提高后续捐

赠数额。 

综上所述, 本研究目的是考察同伴或成人提供

的社会信息的性质对青少年慈善捐赠的影响, 以及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研究招募 77 名 12~15

岁青少年被试, 采用自适应行为实验的方式来验证

以下假设：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利他信息的影响; 青

少年更容易受到成人而非同伴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

念调节了个体所受社会影响的程度。 

2  方法 

2.1  被试 

使用软件 G*Power 3.1 进行的功效分析(power 

analysis)显示：效应量 f = 0.20, 显著性水平 α = 0.05,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至少需要 40 名被试才能达到

85% (1 − β)的统计检验力。参照以往相关研究, 本

研究实际共招募了 77 名 12~15 岁青少年(根据实足

年龄计算平均年龄为 14.06 ± 0.74 岁, 32 名女生)。

被试均来自中国中部一个城市的中学, 均来自中等

收入家庭。正式实验开始前, 通过练习试次确保被

试了解了实验规则。我们获得了每个被试的知情同

意。研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伦理委员会

的审核。 

2.2  实验材料 

本研究采用 3 (双信息源的信息性质：均利他、

均利己、冲突; 三种条件的设置见图 1) × 2 (信息来 

 
 

图 1  实验流程图 
注：第一阶段为初始捐赠。第二阶段被试观察他人的捐赠结果后做出二次决策。同伴影响和成人影响分成 2 个区组呈现, 并平衡呈

现顺序。在第二阶段的每个试次或捐赠情境中, 被试会同时观察到两个信息。冲突条件下, 一个信息比被试的初始捐赠更高, 另一

个比其初始捐赠更低。并且以防产生位置效应, 更利他或更利己的信息随机呈现在屏幕左右位置。均利他条件下, 两个信息均比其

初始捐赠更高, 均利己条件则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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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伴、成人)的组内设计。因变量采用慈善捐

赠任务来测量。个体特质变量采用公正世界信念量

表测量。 

慈善捐赠任务(Chierchia et al., 2020)：在该任

务中, 每位被试阅读 18 个不同的情境(按随机顺

序)。每一个慈善捐赠情境中, 首先给被试呈现该慈

善项目的图片和文字简介, 然后分配给被试 100 个

代币, 并要求他们做出决定：向某个慈善项目捐赠

多少数额的代币。代币具有真实的货币价值, 任务

结束之后, 被试累计剩余的代币越多, 其所获得的

真实报酬也越多。也就是说, 任何未捐赠给该慈善

项目的代币将转换为真实货币并支付给他们。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采用 Dalbert (1999)编制, 

苏志强等人(2012)修订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该量

表一共有两个维度, 本文选择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维

度 进 行 测 量 , 有 6 个 题 项 ( 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 0.86), 例如“我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

是公正的”。问卷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 1 代表对陈

述观点“非常不同意”, 6 代表对陈述观点“非常同

意”, 分数越高, 代表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烈。 

2.3  实验程序 

为了提升同伴影响操纵设置的生态性, 我们集

中一个时间段对被试进行施测。任务共分为 2 个环

节。首先完成实验任务 , 最后完成问卷调查任务 , 

任务总时长在 30 分钟左右。 

本研究中实验任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为首次捐赠, 被试首先独自进行初始的个体决策; 

第一阶段结束后, 告知被试, 程序将随机抽取跟其

同性别的一起参与测试的两位同伴或两位正在参

加实验的成人, 在下一阶段, 被试将看到他们的决

策结果。在第二阶段, 被试首先观察两位同伴或成

人向同一慈善机构捐赠了多少, 然后被要求再次捐

赠。为了进一步控制他人的决策信息与个体初始决

策的差距, 参照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研究对自适

应方式进行设置。每轮分配给被试 100 个代币, 被

试的初始决策为 FD (first decision; 量程为[0, 100]), 

他人的决策为 OD (other’s decision)。OD 与 FD

的差值 Δ 的取值范围最大不超过 30, 是由于我们

在之前的实验中发现青少年初始捐赠的平均值为

63.12 (SD = 33.00)。此外, Foulkes 等人(2018)发现, 

当被试的初始评分与观察到的评分之间差异较大

时, 他们更容易改变决定, 因此为了进一步控制在

利他和利己条件下 OD 的差异, 我们将 Δ 的量程取

为[0, 30]。利他条件下, OD = FD + Δ, 若 FD < 70, Δ

则在[10, 30]以内取值; 若 70 ≤ FD < 90, Δ 则在

[10, 100 − FD]以内取值; 若 90 ≤ FD < 100, Δ 则

在[1, 100 − FD]以内取值; 若 FD = 100, 则 OD 为

100; 利己条件下是同样的逻辑, OD = FD − Δ, 若

FD = 0, 则 OD 为 0; 若 0 < FD ≤ 10, Δ则在[1, 

FD]以内取值; 若 10 < FD ≤ 30, Δ则在[10, FD]

以内取值; 若 30 < FD ≤ 100, Δ则在[10, 30]以内

取值。我们将同伴影响和成人影响分成 2 个区组呈

现, 并平衡了呈现顺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

有 18 个试次, 每种处理下呈现 3 个试次。 

本 实 验 采 用 jsPsych 7.0 (https://www.jspsch. 

org/7.0/; de Leeuw, 2015)工具编写, 并在 Cognition

网站(https://www.cognition.run/)运行。 

3  结果 

3.1  慈善捐赠任务 

3.1.1  不同条件下, 二次决策与初始决策的差异 

我们分析了个体亲社会决策所受的社会影响

(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个体在不同条件下两次捐赠决策结果的描述统计

(单位：元) 

同伴 成人 
信息性质 决策 

M SD M SD 

初始 59.99 36.39 62.93 36.00
均利他

二次 70.05 32.77 71.40 71.4 

初始 58.17 35.68 58.91 35.76
均利己

二次 56.22 34.67 59.22 34.49

初始 53.90 35.86 62.16 36.62
冲突 

二次 59.73 34.59 65.02 35.13

 

将社会信息性质(组内：均利他、均利己、冲

突)、信息来源(组内：同伴、成人)和决策轮次(组

内：初始决策、二次决策)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

在这个线性混合模型(LMM)和随后的模型中 , 有

两个因素作为随机效应被包括在内：被试的序号和

捐赠情境, 以控制个体差异和特定情境引起的对社

会影响敏感性的差异。线性混合模型(LMM)的结果

表明：决策轮次主效应显著, F(1, 2672) = 25.69, p < 

0.001, 社会信息性质主效应不显著, F(2, 12) = 3.44, 

p = 0.066, 社会信息性质和决策轮次之间交互效应

显著, F(2, 2672) = 11.99, p < 0.001。其他效应均不

显著。固定效应的效应量为 R2 = 0.56。对二阶交互的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均利他条件下, 二次决策的捐赠

数额显著高于初始决策的捐赠数额(M 二次 − M 初始 = 

9.27, p < 0.001); 冲突条件下, 二次决策也比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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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更利他(M 二次 − M 初始 = 4.34, p = 0.003); 而在

均利己条件下, 决策轮次的差异不显著(p = 0.573)。 

3.1.2  不同条件下的影响比例和影响程度 

我们分析了不同条件下的影响比例情况。参考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编码方式对因变量进行编

码：被试的二次决策按照社会信息的方向转变编码

为 1, 否则编码为 0。 

将社会信息性质(组内：均利他、均利己、冲

突)和信息来源(组内：同伴、成人)作为自变量, 被

试的序号和捐赠情境作为随机因素纳入分析。广义

线性混合模型(GLMM)的结果表明：社会信息性质

主效应显著, 2(2) = 8.41, p = 0.015, 事后比较的结

果表明, 相比均利己条件,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均利

他条件的影响(M 均利他 − M 均利己 = 0.42, p = 0.014, 

见图 2)。信息来源主效应不显著, 2(1) = 3.21, p = 

0.073。交互效应不显著, 2(2) = 1.52, p = 0.468, 固

定效应的效应量为 R2 = 0.01。 
 

 
 

图 2  不同信息性质条件下影响比例的分析结果 
 

当被试二次决策发生改变时, 改变幅度又是如

何呢？为此, 我们接下来分析了不同条件下的影响

程度。首先, 将按照信息性质的方向改变了的试次

剥离出来; 其次, 计算二次决策与首次决策的差值; 

最后, 将差值作为因变量指标纳入分析。将社会信

息性质(组内：均利他、均利己、冲突)和信息来源(组

内：同伴、成人)和作为自变量, 被试的序号和捐赠

情境作为随机因素纳入分析。线性混合模型(LMM)

的结果表明(见图 3)：社会信息性质的主效应显著, 

F(2, 522) = 30.88, p < 0.001, 事后检验的结果发现：

均利他条件下的改变最大, 冲突条件下的改变最少

(M 均利他 − M 冲突 = 12.78, p < 0.001; M 均利己 − M 冲突 = 

10.72, p < 0.001)。信息来源的主效应显著, F(1, 507) = 

3.92, p = 0.048, 青少年在同伴影响下比在成人影

响下的改变更大。交互效应不显著, F(2, 506) = 1.44, 

p = 0.238, 固定效应的总效应量为 R2 = 0.33。 
 

 
 

图 3  不同条件下影响程度的分析结果 
 

3.1.3  冲突条件下决策结果的转变 

使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 对不同信息来源条件

下被试决策的转变进行分析。在这里, 我们主要关

注那些发生转变了的试次是朝利他方向转变还是

利己方向。在同伴影响条件下, 有 33.33%的被试朝

利他方向转变(在发生转变了的试次中占比 76.24%), 

而 10.39%的被试朝利己方向转变, 两者的差异显

著, 2(1) = 27.81, p < 0.001); 在成人影响条件下, 

有 26.84%的被试朝利他方向转变(在发生转变了的

试次中占比 64.58%), 而 14.72%的被试朝利己方向

转 变 , 两 者 的 差 异 同 样 显 著 , 2(1) = 8.17, p = 

0.004)。而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 青少年更容易

受到同伴的积极影响, 更不容易受到同伴的消极影

响, 由此我们进一步对信息来源和行为转变做相关

样本的 McNemar 检验, 结果表明, 在同伴榜样和

成人榜样的影响下, 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确实有显著

差异, 2(1) = 15.92, p < 0.001; 见图 4)。 
 

 
 

图 4  冲突信息源条件下决策结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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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 

我们首先分析了公正世界信念与初始捐赠的

相关性, 结果表明, 公正世界信念与亲社会行为显

著正相关(r = 0.08, p = 0.002)。 

虽然青少年在同伴影响下比在成人影响下捐

赠数额的改变幅度更为显著, 但考虑到青少年在同

伴和成人影响下的行为模式类似(均更容易受到利

他信息而非利己信息的影响), 因此在这一部分没

有区分信息来源。这一部分采用层次回归法分析了

公正世界信念在青少年所受社会影响中的调节作

用。首先, 将社会信息性质(均利他、均利己和冲突

条件)转换为两个虚拟变量(虚拟 D1: 均利他 = 1, 

均利己 = 0, 冲突条件 = 0; 虚拟 D2: 均利他 = 0, 

冲突条件 = 1, 均利己 = 0); 其次将公正世界信念

分数进行中心化处理。以二次决策结果为因变量, 

将初始决策作为第一层控制变量进入方程; 然后将

两个社会信息性质的虚拟变量、中心化的公正世界

信念进入方程第二层; 最后, 将两个虚拟变量与公

正世界信念的乘积项作为第三层变量进入方程。 

分析结果表明, 虚拟变量 D1 (利他)显著预测

二次决策结果(Β = 10.68, t = 8.90, p < 0.001, 95% 

CI = [8.33, 13.04]), 虚拟变量 D2 (冲突条件)能显著

预测二次决策结果(Β = 5.06, t = 4.22, p < 0.001, 

95% CI = [2.70, 7.41]), 说明利他条件、冲突条件与

利己条件均存在显著差异。利他与公正世界信念的

交互项能显著预测二次决策结果(Β = 3.55, t = 3.15, 

p = 0.002, 95% CI = [1.34, 5.76]), 说明公正世界信

念在利他与二次决策结果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冲突

条件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项也能显著预测二次

决策结果(Β = 2.84, t = 2.52, p = 0.012, 95% CI = 

[0.63, 5.05])。 

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进行简单斜率

检验。当 D1 作为自变量时, D2 和 D2 与调节变量

的交互项作为协变量(方杰 等, 2022)。针对 D1 的

简单斜率分析发现, 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 信息性

质能显著预测二次决策(Β = 6.90, t = 4.07, p < 0.001, 

LLCI = 3.57, ULCI = 10.23); 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 

信息性质对二次决策的预测能力更强(Β = 14.47, t = 

8.52, p < 0.001, LLCI = 11.14, ULCI = 17.79), 亦即, 

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中利他条件对二次捐赠结果

的预测力更强(如图 5a 所示)。针对 D2 的简单斜率

分析发现, 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 信息性质不能显著

预测二次决策(Β = 2.04, t = 1.20, p = 0.230, LLCI = 

−1.29, ULCI = 5.37); 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 信息

性质能显著预测二次决策(Β = 8.08, t = 4.76, p < 

0.001, LLCI = 4.75, ULCI = 11.40), 亦即, 在高公

正世界信念个体中冲突条件对二次捐赠结果有显

著的预测力(如图 5b 所示)。 
 

 
 

图 5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受到的同伴影响 

本研究采用自适应行为实验的方式考察了不

同的信息提供者(同伴 vs.成人)和社会信息的性质

(均利他、均利己、冲突)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

响, 以及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

现, 在均利他和冲突条件下, 二次决策比初始决策

更利他, 而在均利己条件下, 两次捐赠数额的差异

不显著, 这说明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利

他影响, 验证了假设 1。并且在均利他条件下被试

的二次捐赠数额的改变最大, 也再次印证了结果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此研究结果与 Ruggeri 等人(2018)

以及 Ahmed 等人(2020)等人的研究结果类似。此外, 

与假设 2 相反, 我们发现相比较成人提供的信息,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提供的信息的影响：青少年

在同伴影响条件下的改变幅度比在成人影响下的

更大。我们重点分析了双信息源冲突条件下被试的

表现：当青少年同时观察到利他和利己的信息时, 

他们的二次捐赠更容易朝向利他的方向改变, 且这

种转变更容易发生在同伴影响条件下。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460 心    理    学    报 第 55 卷 

 

本文与以往相关研究的区别, 即本研究的创新

之处是借鉴了儿童选择性信任领域的研究范式：在每

个试次中 , 给被试介绍两位信息提供者(同伴或成

人), 其中一位同伴(或成人)提供了利他的信息(信

息提供者的捐赠比被试的初始捐赠更多), 另一位

同伴(或成人)提供了利己的信息(信息提供者的捐

赠比被试的初始捐赠更少), 记录被试二次捐赠的结

果是否受到他人的影响。研究发现, 当青少年同时观

察到利他和利己的信息时, 他们的二次捐赠更容易

朝向利他的方向改变。这种冲突信息源的范式可以排

除在实验室环境中, 儿童和青少年的反应可能反映

了顺从倾向或盲目跟从的解释(Eisenberg & Mussen, 

1989), 而是反映了青少年真正受到同伴信息内化的

影响或者利他主义的倾向(Ahmed et al., 2020)。 

本研究还考察了同伴和成人对青少年亲社会

行为影响的差异。结果发现, 相比较成人提供的信

息,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提供的信息的影响：在

观察同伴的行为后其捐赠数量的改变幅度比在成

人影响下的更大。在冲突信息源条件下, 青少年的

二次捐赠朝向利他而非利己的方向改变, 且这种转

变更容易发生在同伴影响的条件下。此研究结果与

Foulkes 等人(2018)和 Chierchia 等人(2020)的结果

不符, 但与 Ruggeri 等人(2018)等人研究中青少年

的表现一致。Ruggeri 等人(2018)发现, 12 岁的孩子

的初始决策更容易受到同伴而非成人的影响, 并且

同伴对新加坡青少年的影响比对意大利青少年的

影响更强。这可能是由于, 在亲社会影响领域存在

一定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

之一, 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Chen, 2010)。亲社会

行为, 如善待他人和关心他人, 遵循孔子传统的基

本 原 则 , 在 中 国 教 育 系 统 中 被 高 度 强 调 (Chen, 

2010)。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如相互依赖、合作)的强

调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发展有关, 中国儿童表现出

较高的亲社会行为规范(Y. Li et al., 2012)。Rochat

等人(2009)调查了来自七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

的亲社会行为, 结果发现,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长大

的儿童的分配更公平。并且, 与北美儿童相比, 中

国 儿 童 在 同 伴 互 动 中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合 作 行 为

(Orlick et al., 1990)。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青少年

更容易受同伴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初始信念使其朝

向 更 利 他 的 方 向 发 展 , 支 持 了 群 体 社 会 化 理 论

(Harris, 1995)的主张：家庭对儿童最初的社会化有

重要影响, 但这些影响后来逐渐减弱, 被同伴群体

影响所取代。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 个体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

来学习行为、态度和社会规范(Bandura, 1965), 这

种能力在婴儿期出现(Wood et al., 2013)。社会学习

理论最初是为了描述犯罪和越轨行为而发展起来

的 , 但其观点也可以应用于积极的社会学习领域

(Telzer et al., 2018)。本研究结果支持并拓展了社会

学习理论的观点：观察他人的决策结果可以影响青

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并且, 青少年在这种社会学习

过程中表现出了选择性：相比较利己信息的影响, 

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利他影响; 相比较

成人榜样, 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伴榜样的影响。这

可能反映了青少年内化了同伴的影响或者利他主

义的倾向 , 而不是对社会信息的盲目跟从和服从

(Ahmed et al., 2020)。同时青少年也在努力通过使

用积极的印象管理来适应学校环境(Ahmed et al., 

2020)。选择性社会学习(selective social learning)或

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的观点也指出, 儿童对

他人提供的信息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 而是有选择

地采信(Koenig & Harris, 2005; Koenig & Sabbagh, 

2013)。为什么儿童青少年对社会信息有选择性？

一方面, 发展和进化过程可能以某种方式赋予他们

一种向可信赖的人学习的倾向(Koenig & Sabbagh, 

2013)。比如, 来自神经内分泌学的一些证据表明, 

在亲近的人的面前会经历催产素的激增, 而催产素

与 信 任 等 亲 社 会 行 为 有 关 (Donaldson & Young, 

2008)。另一方面, 儿童青少年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

经验获得信息(Koenig & Sabbagh, 2013)。青少年优

先遵循同伴榜样提供的社会信息, 这说明在道德相

关情况下, 他们认为同伴比成年人更有能力, 更值

得信赖(Ruggeri et al., 2018)。 

4.2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伴影响中受益, 在同伴

影响产生的积极效果方面存在个体差异(Laursen & 

Veenstra, 2023)。差别易感性理论(Belsky & Pluess, 

2009)认为某些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更高的敏感性, 

这将导致他们在积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适应结果, 

在消极的环境中有更多的不适应结果。本研究发

现, 公正世界信念(BJW)调节了 12~15 岁青少年的

亲社会影响。与低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相比, 高公

正世界信念个体中利他信息对二次捐赠结果的预

测作用更为显著, 验证了假设 3。个体的行为不仅受

到 情 境 因 素 的 影 响 , 而 且 也 受 个 体 特 质 的 影 响

(Bronfenbrenner, 1979; Malti & Dys, 2018)。其次, 

亲社会行为具有个体差异(Poulin et al., 2012), BJW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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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具有相关性(L. Li et al., 2022; Kaliuzhna, 

2020), BJW 越高, 个体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倾向越

大。强烈的 BJW 会使个体坚信即便当前的付出不

会立即得到回报, 也会在未来得到回报, 由此表现

出亲社会行为(L. Li et al., 2022)。 

研究发现, BJW 越强的个体更愿意付出一定代

价来惩罚违规者, 维持公正(Strelan et al., 2017)。

BJW 在社会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表明当个

体拥有强大的 BJW 时, 更容易受到利他影响而表

现出亲社会行为。高 BJW 的青少年能够有效调整

对负面刺激或不公正行为的态度, 从而更少有反社

会或攻击行为; 而低 BJW 的青少年存在不公平的

认 知 模 式 , 更 容 易 受 到 负 面 刺 激 或 信 息 的 影 响

(Zhang et al., 2022)。BJW 显示出与仁慈的动机价值

观相关联, 以及渴望更多地了解他人并让他人感觉

更好(Bartholomaeus & Strelan, 2019)。资源节约模

型的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BJW 的调节作用。

该模型指出, 人们努力保护和建设资源, 威胁个体

的是资源的潜在或实际损失, 而拥有更多心理资源

(高公正信念)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威胁, 

更有能力获得资源, 从而形成增值螺旋(Hobfoll et al., 

2003; L. Li et al., 2022)。也就是说, 当需要牺牲自

己的利益来帮助他人时, BJW 作为一种额外的资源, 

使这种损失更容易承受。Hafer 和 Bègue (2005)认为, 

个体关于公正世界的信念是一种基于“个人契约”

的“权利意识”, 即, 个体相信自己的付出会得到回

报, 而其他人也应该因为他们的付出而得到回报。

较弱的公正世界信念可能对“善有善报”这一信念

的认同度较低, 因此当观察到他人更利他时不容易

受到影响(杨莎莎, 陈思静, 2022)。 

4.3  研究局限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之处。首先, 我们发现亲

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信息性质和信息来源的

共同作用。以往研究表明, 同伴亲密关系也会影响

其所受到的社会影响(Mason et al., 2017), 未来的

研究可以通过进一步划分不同亲密程度的同伴, 继

续探索什么样的同伴对青少年道德行为的影响最

甚。再者, 在这个领域, 直接的跨文化研究, 特别

是东西方的跨文化研究仍然很少, 因此需要后续研

究继续探索文化的作用。 

5  结论 

(1)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受到积极而非

消极社会信息的影响。 

(2)同伴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具有特异性。当青少

年同时观察到利他和利己的信息时, 其决策更容易

朝利他方向改变, 且这种转变更容易发生在同伴而

非成人影响的条件下。 

(3)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 12~15 岁青少年所受

到的亲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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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action of the like”: The influence of peer’s donation choice on prosoci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and the role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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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influence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thoughts, feelings, and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others.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peers. However,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peer effects have focused on the negative aspect of peer influence, such as peer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wherea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eers have received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Existing work has not reached consensus on whether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is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altruistic peers or egoistic peer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also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eers.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providers is also an issu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Given that children in 

Chinese culture are more subordinate to authority, Chinese adolescents may be more influenced by adults than 

peer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ay also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eer influence, which would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e present study used the adap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al paradigm and the conflicting source paradigm 

in developmental research on selective trus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social, selfish, 

conflict) provided by peers or adults on adolescents’ donation behavior at real cost, and the role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 it. The sample included 77 adolescents aged 12-15 years (Mage = 14.06 ± 0.74 years, 32 girls). The 

specific setting of the adaptive paradigm was as follow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osocial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the peer observed by the participants was always more altruistic than their initial decision; similarl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elfish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the peer was more selfish than their initial decision. In other words, 

the amount of donation that participants observed was determined by their initial do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condary donation after viewing the peer’s decision was more altruistic than 

the initial donation in both the prosocial and the conflict conditions,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ounds 

of don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selfish condi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was more susceptible to prosocial influence.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flict condition and 

the selfish condition, the second don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social information condition changed the 

most, which again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sults. Moreover, adolesc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peers than that provided by adults: adolescents changed their 

donation amount more in the peer influence condition than in the adult influence condition. We further focu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rticipants in the conflict condition: when adolescents observed both prosocial 

information and selfish information, their secondary donations were more likely to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altruism, and this transition was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the peer influence condi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adolesc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peer role models than by adult role model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oderated the prosocial influence of adolescents: individuals with high belief in the just world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positive social influ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dolescen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peer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theory of social learning theory, reveals the benefit of peer moral models on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Keywords  adolescents, prosocial behavior, social information, the conflicting source paradigm, peer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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